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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贝克尔从经验证据方面批评默顿命题所派生的“虔信主义-科学”假说，否认德国虔信主义
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默顿反驳，认为由于对理论脉络的忽视，该批评没有抓住社会学
意义上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一般性假说的关键，没能根本上损害命题的有效性、完整性，反而构成了“最
新话语谬误”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克尔针锋相对以“公认话语谬误”反驳默顿的“最新话语谬误”批评。
批评和争论折射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科学哲学问题：理论与证据的关系、最新话语与公认话语的张力及批
评与反批评的互动、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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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ker criticizes the “Pietism-science thesis” derived from the Merton thesis approached from the 
angle of empirical evidence. He denies that German Pietism provides a strong stimul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Merton retorts that owing to the neglect of a theoretical context, the critique fails to strike at the 
sociological jugular of the generic hypothesis linking religion and science, and doesn’t damage the proposition’s 
validity and integrity; instead it provides one component of the “fallacy of the latest word”. To counter this 
argument, Becker raises the “fallacy of the received word”. The critique and dispute reflect certain issue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which deserve further discussion,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latest word and the received word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iticism and anti-
criticism,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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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顿（R. K. Merton）命题通常是指默顿提出
的涉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教主义 - 科学”假说：
作为当时主导性社会力量的新教伦理体系，其所
包含的价值观、思想情感、精神气质与近代科学
有着积极的重要联系，无意之中促进了西方近代
科学特别是 17 世纪英格兰新科学的兴起、发展和
制度化。由于清教是英格兰苦行新教的典型形式，
默顿命题也被称为“清教主义 - 科学”假说。
默顿命题强调的是 17 世纪英格兰的清教主义
与科学的关系，但默顿试图赋予它更大的适用范
围。他认为，在英国之外的欧洲大陆及新英格兰
地区也发现了新教及其变种与科学的积极关系，
典型的就是德国虔信主义。“几乎可以把虔信主义
称作清教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对应物，所不同的只
是它具有更高的热情。因此，如果我们关于清教
主义与科学技术兴趣之间关系的假说是正确的，
那么虔信主义与科学同样也具有这种关系。”[1]默
顿的这一主张被人称为“虔信主义 - 科学”假说，
它可视为一般默顿命题的扩展或派生假说。本文
拟就贝克尔（G. Becker）对默顿的“虔信主义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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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假说的批评、默顿的回应、以及两人争论所
反映出的科学哲学问题做出评述和讨论。
一、贝克尔的主要批评
默顿命题提出后的半个多世纪来，引发了学
界的长期争论。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美国社会
学家贝克尔率先对默顿的“虔信主义 - 科学”假说
进行批评，并进而质疑一般性默顿命题的合理性。
不似清教主义与科学的关系，虔信主义与科
学关系的论据一直没有成为深入检验的主题，贝
克尔力图弥补这一遗漏。贝克尔发表了长文《虔
信主义与科学：对默顿假说的批评》（1984），指出
“对默顿论据的检验暴露出其研究中存在着重要问
题。这一对被默顿所误解或忽视的资料的经验性
研究，不但质疑了他关于德国虔信主义与科学关
系的结论，而且唤起了对更一般的苦行新教与科
学之间关系的讨论，这种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2]
他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详细地考察了虔信主义信
仰、价值观与科学的关系，并确定这些信仰和价
值观是如何转化为 18、19 世纪间教育领域的实践
活动的。
1. 虔信主义对科学和理性的矛盾倾向
默顿断言“价值契合”或“价值观的融合”
最好地体现了虔信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但
贝克尔认为他没有全方位地考虑虔信主义信仰体
系——“他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鉴别为决定虔
信主义对科学的态度的价值观，这给出的是一个
非常狭窄的虔信主义价值系统。”（[2]，p.1066）
为了更准确地刻画虔信主义运动对科学的态度，
贝克尔考察了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即1650-1750 年
间虔信派信念和精神的变化。
第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是虔信主义与路德宗
的关系。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
德国社会陷入危机，当时流行的路德宗信奉僵化
的正统教义、喜好经院辩论和卖弄学问，难以处
理战后的情感压力和社会经济混乱。而此时，兴
起于 17 世纪时德国路德宗的虔信派，以其实际、
简单、感人的布道迅速获得了资本家和贵族的青
睐，并于 18 世纪前 30 年间发展至顶峰。贝克尔认
为虔信派对路德宗正统教义的反对造成了矛盾的
后果：一方面，虔信派将系统的基督教伦理应用于
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性
的方向。虔信派的核心概念是“重生”和“斗争”，
精神上的“重生”和灵命上的“斗争”意味着以
荣耀上帝为目的、坚持善行和苦行禁欲的理性生
活秩序。这一理性定位是与经验和功利价值观相
容的，因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对科学及技术成果
做积极评价的潜在倾向；另一方面，虔信主义过于
偏向情感这一特点是潜在地反对科学的，不似清
教怀疑情感的、神秘的事物，用客观结果衡量信
仰，虔信派本质上是内在的“心灵宗教”，侧重热
情、神秘的宗教表达和精神直觉，将狂喜的宗教
情感视为真诚的表现和上帝宽恕的证明。而且贝
克尔观察到，起初虔信派与路德宗虽有诸多差异，
但 17 世纪末二者却逐渐融合，造成了一种前后不
连贯、矛盾的虔信派教义，路德宗的“因信成义”
教义及“忏悔”实践的融入，再结合虔信派对情感、
神秘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理性道路的探
索。
第二个重要的相关因素是虔信主义对启蒙运
动的反应。起初虔信派在德国得到了启蒙运动的
支持，它们都反对经院哲学和正统派教义对深奥
的沉思、迂腐的学问、不停的争辩的追求，也都
寻求实用的宗教模式和“进步”的教育。但由于
它们的结盟是出于方便，而非学术和宗教原则的
一致，以致这一联盟甚为短暂。启蒙运动建立在
理性主义基础上，认为科学和理性是将人类存在
提升到更高地位、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唯一手
段。它本质上是世俗运动，必然怀疑宗教情感及
有组织的宗教。然而，虔信主义运动只关注神圣
恩典，认为宗教信仰和情感胜于一切知识和学术
活动。“从长远来看，虔信主义是不可能与理性主
义友好相处的。”（[2]，p.1069）故而，当 18 世纪
上半叶理性哲学和启蒙思想迅速崛起时，虔信主
义便开始担忧甚至敌对启蒙运动及其理性精神。
这方面的经验证据突出表现于虔信派领袖弗兰克
（A. H. Francke）的教育理念及其迫害沃尔夫的行
为中：弗兰克深信“只有那些加强宗教信仰、服从
于实际的善行或者代表了集体幸福的知识才是值
得追求的”（[2]，p.1070）；且由于惧怕沃尔夫广
为流行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和数学原则上的现代
哲学体系会损害神圣恩典的“地盘”，弗兰克带领
受虔信派控制的哈莱大学神学院公开指责“沃尔
夫体系”为无神论和宿命论，并诉诸普鲁士国王
腓特烈·威廉一世，致使沃尔夫被判处流放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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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虔信派难以阻挡日益理性化、世俗化的现
实趋势，1727 年弗兰克死亡及 1740 年沃尔夫回归
哈莱大学意味着虔信派的影响日益衰落，而理性
主义、启蒙精神最终得胜。但贝克尔断言，这并
不代表虔信派对理性的最终接受，德国 18 世纪末
的狂飙突进运动和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虔
信主义对启蒙运动和理性精神的最终反抗与“觉
醒”。总之，虔信派对启蒙运动的态度并不总是一
贯支持的，而是有些担忧甚至敌对的。
2. 18世纪教育领域中的虔信主义与科学
默顿认为虔信主义为 18 世纪德国中学和大学
中教授科学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和刺激。但贝克尔
指出，中学对科学教育的支持完全是出于宗教考
虑，恰恰违反了默顿提出的“科学的制度规范”，
支持程度也不是那么强烈，而大学对科学教育的
支持则证据不足，事实甚至是虔信主义对大学中
的科学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
就中学教育来说，确如默顿所言，弗兰克于
1696 年建立了一种“预科中学”（Pädagogium），
率先引进自然科学和数学，但贝克尔指出，弗兰
克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当时唯一支持科学机构的
人，其他宗派也有许多人支持，况且弗兰克只接
受实用技术的教育。默顿还提到，注重传授自然
科学和实用知识的“实科中学”是弗兰克的学生海
克尔于 1747 年建立的，其他主要领导者也是弗兰
克先前的学生，它完全是虔信主义的产物。贝克
尔对此予以校正：路德宗牧师塞姆勒（C. Semler）
已于 1708 年建立了第一所实科中学，先于海克尔。
甚至，虔信派对科学的兴趣并没那么广泛、明确，
事实却是：一方面，出于当时的战争需要，有大量
贵族子孙学生的预科中学必须教授语言、数学及
机械、建筑、防御工事等科学；另一方面，为防止
学生沉溺玩乐、败坏道德，虔信派领导的中学用
简单的科学课程来“拯救”他们，而实际上这些
科学课程被降到次级地位，仅在非正式的休闲时
间教授。
在大学教育方面，默顿列举了 4 所典型的虔信
主义大学——哈莱大学、柯尼斯堡大学、哥廷根
大学、阿尔特多夫大学，但贝克尔发现默顿对相
关学者研究资料及史料的引证是有问题的。实际
上，哥廷根大学和阿尔特多夫大学本身与虔信主
义关联不大，科学的流行也与虔信派无关，而哈
莱大学和柯尼斯堡大学虽有明确的虔信主义倾向，
但是无法证明它们对科学的接受正是虔信主义的
结果。尤其默顿认定哈莱大学的科学课程主要由
弗兰克及另外一位虔信徒托马休斯引进，但贝克
尔将托马休斯归为启蒙势力，认为托马休斯对科
学的支持绝不能等同于虔信派对科学的支持。
贝克尔并非不承认虔信派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但他暗示，中学可以严格控制的教育环境为实现
虔信派“基督教式”的教育理念提供了舞台，而
大学中强盛的理性化、世俗化趋势阻碍了这一目
的的实现，故而虔信派在中学科学教育方面某种
程度的作为并没有成功延伸至大学。换言之，虔
信派对教育的根本追求是为了实际的基督教信仰，
只有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与贵族阶级的真正合力
才促成了科学教育。
3. 19世纪的虔信主义与科学
18 世纪前半叶的虔信主义构成了当时德国社
会强大的影响力，但此后影响式微，至 19 世纪它
已难被指认为一个独特的宗教和智力实体。为此，
当关注到 19 世纪的情况时，默顿代之以苦行的新
教。为更有力地检验假说，默顿提供了比较新教
教育与天主教教育的经验资料，指出“所能获得
的一切证据都说明相同的情况。新教徒学生在以
科学训练为重点的学校（指实科中学——引者）
所占的比重无一例外地增加，而天主教徒则将兴
趣集中于经典及神学的训练。”（[1]，p.173）
然而，在贝克尔看来，伴随着反理性、反启
蒙的浪漫主义运动，“虔信徒取代世俗方法，追求
朴素、单纯的圣经信仰，寻求更富情感、更神秘
的灵性。”，（[2]，p.1083）“新”的虔信主义似变
得更加反智、保守，“并没有接受近代科学的精神，
也没有延至接受实科中学 ...... 因此，有理由得出这
样的结论，实科中学中新教徒占更大比例的现象
不能与虔信主义的影响相联系”。（[2]，p.1085）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9 世纪的虔信派置身中学
或大学教育领域之外，但贝克尔观察到的是，当
时虔信派更看重的是强调学生道德和宗教发展的
高级文理中学，而不是实科中学。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贝克尔断言，虔信主义
是与近代科学的制度规范不相容的一套信仰和价
值观。尽管虔信主义包含了赞同经验和功利价值
的倾向，但其对情感、神秘的青睐，及与路德宗“忏
悔”和“因信称义”的融合，损害了凭理性和科
学方法来面对世俗活动的倾向，且启蒙势力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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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加剧了虔信主义的矛盾意向，使之最终公开采
纳一种对理性、科学及其他学术活动的惶惑甚至
敌意的立场。在贝克尔看来，由于对二手资料成
问题的解释及没有正确评价虔信主义复杂甚至矛
盾的价值系统，默顿高估了虔信主义对科学的影
响，实际上，“主张虔信主义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
一个有力刺激的默顿命题应该拒绝，其证据利用
是有缺陷的——就要点而言，他引用的资料不支
持他的结论，他未曾引用的资料则强化反对他的
结论。如上述所表明的，虔信主义对科学的反应
是规避、矛盾和偶尔反对，而非给予科学不倦的
支持。”（[2]，p.1088）
二、默顿的回应
针对贝克尔的批评，默顿很快发表论文《最
新话语谬误：“虔信主义与科学”案例》（1984）予
以回应。论文由“理论脉络和经验性知识主张”、
“最新话语谬误”和“关于社会历史详情的附录”
三大部分组成。文中一开始就指出，贝克尔的批
评服务于几个有用的目的：“首先它为重新检查有
关的实质性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机会。除此以外，
或许更重要的是，对快速发展的科学社会学来说，
它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个制度性
规范起作用的例子……最后该批评提供了一个富
有教益的‘最新话语谬误’案例。”[3]默顿的基本
观点是：“默顿命题关于一些细节的解释确有错误
且贝克尔是对的，尽管别的和更多的细节是未决
的。但是，当进入有关虔信主义与正在制度化的
科学的关系这一假说的主旨时，在我看来，该批
评整体上是错误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忽视了社会
历史的特殊境况的研究结果。”（[3]，p.1093） 
1. 关于默顿命题的理论脉络
默顿主张应避免过多的经验纠缠，更多关注
命题的理论脉络。根据抽象程度，默顿将理论由
低到高分为“社会 - 历史的假设”、“宗教与科学
两种特殊社会建制间的互动”、“一般社会建制间
的互动”三个层面 。最低抽象层面的是：“社会 -
历史的假说”，认为苦行的新教有助于激发和诱导
人们的活动走向实验科学的方向。这是该假说的
历史形态。中间层面的是：“宗教与科学这两种特
殊社会建制间的动力学相互依赖”，就其更一般的
和分析的形态来说，该假说认为科学像其他社会
制度一样，如果要得到发展，必须受到群体的价
值观的支持。结果当我们发现像科学研究这种如
此理性的活动也以非理性的价值观为基础时，这
里并不存在半点矛盾。最抽象层面的是：“一般的
社会建制间的动力学相互依赖”，主张不同社会建
制之间具有动态的互相依存关系，主要通过体制
内成员的兴趣、动机和行为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
默顿强调，这一社会学思想支配着他的有关新教 -
科学假说的经验性研究。
接下来默顿讨论了理性在新兴近代科学中的
角色：虔信主义作为至关重要的极端例子。默顿认
为，作为苦行新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德国虔信主
义的精神特质和英国清教主义的相比，几乎是相
同的，但有一点除外，就是强调“激情和非理性
主义”。鉴于无论何种形式的虔信主义，都强调作
为理性对立面的情感，默顿试图利用这一差异，“使
虔信主义成为检验理性在形成科学兴趣和对正在
兴起的科学提供宗教合法性方面的相对重要性的
一个重要的极端案例”。（[3]，p.1100）然而，如
默顿自己所承认的，尽管他 30 年代的研究是谨慎
地描述了虔信主义与清教主义的相似与差异，但
由于当时研究条件或许还有篇幅的限制，论述存
在诸多不足和使人困惑之处。就此贝克尔的批评
没有大错。
值得指出的是，默顿在这里的重点不是反驳
贝克尔的批评，而是自我反思。随着 50 年后的
“后见之明”和知识的选择性积累，他明确指出了
贝克尔没有涉及的自己早期研究中的三点缺憾：
（[3]，p.1100）第一，该研究没有强调：宗教精神
特质中的理性因素显然不是派生出科学兴趣的必
要条件，虔信主义精神特质的其他因素也足够有
力地产生这样的兴趣；第二，至少可以以定性的方
式详尽比较虔信派和清教的案例，以评估不同信
仰强度的每个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并考虑每个要
素及其组合如何有区别地促进了新兴科学的合法
化；第三，可以进一步利用这个极端案例来分析理
性在选择哪类科学成为首要兴趣方面的作用，而
不仅限于笼统地研究对科学的兴趣。可以探讨这
样的可能性——清教主义和虔信主义也许会导致
对不同研究风格、不同领域的科学的兴趣。如，
虔信派的反理性特征也许使其兴趣主要集中在描
述性科学或实用技术发明上，而清教的理性特征
则会导向分析性的“假说 - 演绎”科学。在默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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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现已完全具备了研究这类问题的条件，但在
上个世纪 30 年代时是不宜冒险的。
2． “最新话语谬误”的一般性阐述
在默顿看来，恰恰是贝克尔对理论脉络的忽
视提供了学术和科学争论中最新话语谬误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最新话语谬误”，简言之就
是认为对一个主题的最新话语就是最好的话语，
至少是暂时如此。这个谬误有时是作者所为，有
时是读者所为，有时是作者和读者共同所为。默
顿认为，表面看来，假定最新学术话语好于以往
的话语有其优点（鼓励新话语——笔者），但它
却依赖于一套深层的、有问题的默认假定：（[3]，
p.1102）第一，相信提出某一假说的作者是错误地
察知、解释或报告支持假说的证据，而批评者则
是剔除掉错误，正确地察知、解释或报告证据；第
二，相信线性的认知进步，认为每个后来的工作
完善了先前的工作；第三，相信一旦出现经验上的
证伪，假说或理论就该明确地被抛弃。
贝克尔自信地认为，自己作为最新批评者所
掌握的材料明摆着比默顿早期的研究更准确，但
默顿反驳道：“批评者所拥有的材料和对同样文本
的解释也可能由于‘不准确、言过其实和遗漏’
而导致歪曲。”（[3]，p.1102） 实际情况或是，贝
克尔所指向的一些事实和解释是悬而未决的，二
者的引证有些方面是一致的，有些存在分歧，且
分歧之处并非一味地支持贝克尔的立场。
为了具体说明最新话语谬误，默顿详尽剖析
了贝克尔批评文章中的一段结论性陈述。贝克尔
写道：“虔信主义没有给科学提供一个有力的刺激，
这并不必然地与韦伯关于苦行新教与科学关系的
观察不一致。的确，虽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尝试性假设新教与科学之
间的联系，但是他从未意识到新教对科学也能有
相反的后果。例如，他在《一般经济史》中写道：
‘苦行主义新教宗派倾向与科学毫不相干，除了在
涉及日常生活的物质要求的情况下’。这一描述似
乎适用于德国虔信主义。”（[2]，p.1088）然而，
凭借自己的博学及对韦伯的熟悉，默顿列举出贝
克尔对相关材料的完全忽视，进而指出“该段展
现了批评者的决定——带上眼罩把他自己限制在
专用于附属性的虔信主义 - 科学假说的那几页文本
而完全地忽视相关的脉络的一些认知代价”，（[3]，
p.1103）这就例证了最新话语未必是最好的话语。
不过默顿也承认，无论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有易于
滑向忽视适当材料的危险，并补正了早期引证方
面的某些不足。对贝克尔提出的那些经验细节上
的挑战，默顿为防止失去对基本科学社会学主题
的把握，没有逐一解答，而是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关
于社会历史详情的附录”中集中做出回应。
总的来说，默顿认为，贝克尔的批评带来了“一
个可赏识且基本适度的经验细节的修正”，但“由
于对理论脉络的忽视，贝克尔的批评没有也不能
抓住社会学意义上的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一般假说
的关键”，（[3]，p.1094）所以它并没有根本上损
害虔信主义 - 科学假说的有效性、完整性。   
面对默顿的这般回应，贝克尔认为，默顿回
避并模糊了批评本身，将焦点转移到最新话语谬
误上，并将回应转变为一个重申和进一步讨论“科
学社会学一般问题”的场所，这是不适当的。在
两年后发表的论文《公认话语谬误：对默顿命题的
再考查》中，贝克尔除了对默顿的证据进行再考
查之外，争锋相对地提出了“公认话语谬误”问题。
他认为，默顿回应中的缺陷体现出了“公认话语
谬误”——“该谬误涉及这默认的信仰：某些包含
‘公认话语’的理论所派生的假说是免于证伪攻击
的。”[4]一个假说如果达到它能详细体现或说明特
定学术领域中大师们的公认智慧的程度，就可算
作包含了公认话语。他批评道，“对默顿而言，最
重要的是一个假说是否属于大师们的工作脉络中，
而不在于它是否经得起经验精确性的检验”。（[4]，
p.1205）鉴于默顿传承的是由韦伯、特罗尔奇、托
尼等学术权威确立的、以新教伦理和近代资本之
间的互动为中心的学术传统，他更多关注他们的
观点和材料，且默顿命题也被视为科学社会学的
经典研究之一，贝克尔由此认定，默顿默认了“公
认话语谬误”所隐含的基本假定。在贝克尔看来，
相比默顿所说“最新话语谬误”，“公认话语谬误”
对合法争论具有更大的威胁，它会严重妨害相互
竞争的知识主张的坦诚交锋。或是由于年事已高，
默顿没有再做回应。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贝克尔继续发表多篇文
章强化对默顿命题的批评。
三、思考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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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批评的第一人，他主要关心的是相关经验证
据，并试图凭此动摇一般默顿命题的基础。应该说，
他所做的详细经验性检视，对于补正默顿命题经
验证据的某些不足、深化对默顿命题的理解而言，
是很有价值的。在此我们不必对他们在经验层面
的分歧做具体评说。但是，二者争论中折射出的
几个重要的科学哲学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证据与理论的关系问题。经验证据是
证明一个主张或信念是真是假的信息。从经验主
义的观点来看，只有当人们有了基于经验证据的
真信念才算有了知识。经验证据的最初来源是实
验和观察，二手来源则是体现在书刊或媒体中的
描述、诠释、评论、分析、评估等。在科学中，
一个假说要想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接受，必须有经
验证据特别是实验数据的支持，且只有当证据在
质和量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要求，假说才能得到
确证。而反驳或证伪一个假说并不对称。在波普
尔看来，单一反例就足以证伪一个假说。但科学
实践很少这么简单地运作。根本的问题是，当我
们面对一个看似反驳假说或理论的经验事实时，
在什么情况下应依然保留这一假说或理论。结合
本文的主题，贝克尔的批评可以要求拒绝或修正
虔信主义与科学关系的假说吗？
科学在于理论和经验证据的结合，“科学证据
是累进的，是把一块块砖头似的证据，依据理论
的蓝图，配上混凝土，艺术般结合搭建起来的”。
[5] 然而并没有一种客观标准可以评估假说的可接
受度，因为用来校对标准的外在客观真理并不存
在，我们能得到的只是一种相当程度上支持和担
保的“明确肯定”。由于理论的整体性、辅助性假
设的存在、新旧理论的交替、观察渗透着理论等
因素的影响，科学理论的检验和评价是相当复杂
的。人们试图诉诸全体证据原则 ，然而这是不易
实现的，无论确证还是证伪，都经常发生证据不
充分问题。拉卡托斯指出：“任何实验、实验报告、
观察陈述或业经充分证认的低层证伪假说都不能
单独地导致证伪。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
不会有证伪的。”[6]拉卡托斯这一论述是就最严格、
精确的实验科学来说的，这就提醒我们，在物理
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中，即便一个看似精确的
实验明显地反驳了派生于一般理论的假说，也不
必导致对这个一般理论及其派生假说的抛弃。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精致证伪主义也同样适用于社
会历史研究等人文社科领域，而且这一领域的情
况更加复杂。在这一领域中，自然科学的一些方
法颇受限制，如通过设计适当的实验在互相竞争
的假说中做出抉择，或利用统计分析排除“无效假
设”，均难以实行。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研
究者虽然也从事发现工作，但更具价值、更富原
创性的往往是针对既有知识的诠释、理解和解说。
因而，对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强且确切的经
验证伪，也如确切积累的确证一样，是非常罕见的。
如此看来，即使贝克尔发现了一些反驳默顿命题
的经验证据，也不意味着证伪了这个命题。更何
况，默顿命题深入涉及新教及其分支的宗教伦理、
价值观和思想感情等内在的精神状态，对其进行
经验确证和反驳的要求变得更加复杂、困难和不
确定。
第二，最新话语与公认话语的张力，批评与
反批评的互动。默顿命题引发的半个多世纪的争
论，充分例证了科学中“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
一制度性规范的运行，其中贝克尔与默顿的关于
“虔信主义 - 科学”假说的争论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一作为社会安排的规范，它要求依据经验和逻
辑，对现存的信念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其中包
括对公认的常识常规、学术权威、既定程序的某
些基础以及一般的神圣领域提出疑问，也包括自
我批评和质疑。具体而言，贝克尔大胆批评默顿
在经验材料上的不足，进而质疑其理论主张，而
默顿在承认自己的某些材料有误的同时回以辩护
和反驳；默顿不客气地指出贝克尔的批评提供了
一个最新话语谬误的启发性案例，而贝克尔也针
锋相对地反驳，认为默顿持有公认话语谬误。这
生动典型地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批评——反批
评——再批评及自我批评的互动模式。
最新话语谬误，假定最新的话语就是最好的、
最可靠的话语。它默认了知识是线性进步的，忽
视了知识广泛的理论背景，这当然是错误的。事
实上，科学家的思维与科学知识的进步都不是线
性的，而是选择性的积累和螺旋式的上升。纵观
科学史，常见多种竞争性假说起伏和摇摆，如生
物学中活力论与机械论、预成论和渐成论更迭起
伏，又如物理学中光的波动论与粒子论交替变迁
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情况则更为复杂，进路
更为曲折。科学和学术的进步虽然离不开话语创
新，但是无论在哪个研究领域，最新话语并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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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最准确、最可靠的话语。公认话语谬误问题，
涉及到在学术批评中如何对待公认的学术权威和
公认的权威理论，它与“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规
范相契合。公认话语谬误假定公认话语是不可挑
战的正确话语，这也是错误的。能成为公认话语
一定有其理由，但是公认的并不意味着是没有错
误的，是不可挑战的。如果说，我们的一切知识
都只能通过纠正我们的错误而增长，那么批评乃
至挑剔就是我们纠正错误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可
以说，贝克尔对默顿的批评，挑战了科学社会学
中的公认话语，体现了反对偶像崇拜、拒绝盲从
权威与教条的规范要求，实际上也促进了相关研
究的深化、细化。
第三，理性和非理性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理性堪称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不管含义几何，它都与科学紧密相连、形影相随。
而情感作为一种非理性因素，在传统上经常被视
为对理性和科学的威胁。结合本文主题，默顿所
引发的问题便是：强调理性的清教主义能促进科学
发展，强调情感的虔信主义也能促进科学发展吗？
与清教主义相比，作为欧洲大陆对应物的虔
信主义具有“更高的热情”，在贝克尔看来，这种
对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强调必将冲击科学与理
性。而纵观默顿的阐述，情感与理性似是可以避
免对立的，并且同样可以助力于科学发展。所谓
“更高的热情”是隐藏于文化统一表达体背后的“思
想感情”，强烈的思想感情根植于某个时代人们的
生活中，将塑造、引导人们的思想、信念、欲望、
行为，使之走向特定方向。占主导地位的、复杂
且强烈的思想感情及价值观系统，并非在逻辑上
统一，确实偶尔存在矛盾之处，但在心理上、感
情上却是首尾一贯，强化了对某种思想、行为的
赞许，改变了社会定向，正如 17 世纪清教主义那样。
且在默顿看来，虔信派即使缺乏理性，也不成科
学发展的阻力，其“更高的热情”足够强化对科
学活动的肯定，只不过会影响人们选择理论化程
度不同的科学问题和领域而已。
情感在一般哲学领域中也可引发重要的问题，
如，本体论问题：情感的真正对象是什么？伦理学
问题：情感与价值是什么关系？哲学心理学问题：
情感在人格的构成中充当什么角色？但这里最相
关的是，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感与理性具有怎样
的关系？如情感在关于理性的理论中充当什么角
色？情感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理性化有什么贡
献？可否把情感划分为合理的情感和不合理的感
情？其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虽不易回答，但在
讨论理性和情感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时却难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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